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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旅游生活需求之重要前

提。 我国高铁快速发展，高铁开通是成为推动区域旅游发展的“引擎”，还是仅起到交通

“过道”的作用，这需要通过有效的方法予以甄别。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年中国 ２８６ 个城

市的面板数据，使用渐进型双重差分法评估了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研究发现：控制年份、城市和剔除其他因素影响后，整体上，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国内游客

人数和游客总人数的增长具有正向的影响但并不显著，甚至有较弱的证据显示高铁开通

平均降低站点城市大约 ５％的国内旅游收入和总收入，这一结果提示，对大多数站点城市

而言，高铁仅作为城市的“过道”，没能成为拉动旅游业发展的“引擎”。 对不同城市的异

质性分析表明，高铁的旅游效应仅在五线城市表现显著，高铁开通可平均增加五线城市

１４ ８２％的国内游客人数。 机制分析显示，高铁开通对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城市规模效应、
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都并非是简单的正向传导路径，而是表现为正、负向影响并存的传导

模式，从而导致了高铁开通的旅游效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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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需要加强基础设施网

络建设。 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之间的矛盾①，其在旅游业中的一个典型表现是交通基础设施有效供给不足，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旅游生活需求。 相对于广袤的国土面积和庞大的人口数量，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不足以

及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互联互通水平较低，这严重制约了区域旅游业的发展（张茜和赵鑫，２０１８） ［１］。
高速铁路（下文简称“高铁”）兼具运行快速、载客量大、安全性高等诸多优点，是一种跨城市、跨省

区且适宜中长途距离出行的新型轨道交通工具，因而，高铁能够大幅改善沿线地区可达性并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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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交通方式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进而对区域旅游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李磊等，２０１９） ［２］。 自 ２００８
年中国首条高铁（京津城际高铁）开通以来，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跃居高铁营业里程

世界第一大国；同期，中国的旅游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国内游客人数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７ １２ 亿人次增

加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５５ ３９ 亿人次①，年均增长 １２ ４６％ 。 由此，一个自然问题是，高铁开通是否构成了

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动因？ 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旅游业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高铁开通主要通过

何种路径影响旅游业发展？ 厘清上述问题，有助于明晰高铁开通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效果及机制，
并且对于评估高铁的经济社会效应具有重要的研判意义。

交通对旅游的影响始终是旅游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已有大量文献（Ｋｈａｄａｒｏｏ 和 Ｓｅｅｔａｎａｈ，
２００８［３］；Ａｌｂａｌａｔｅ 等，２０１５［４］；张广海和赵金金，２０１５［５］；侯志强，２０１８［６］ ）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旅

游业的影响。 随着高铁的逐步普及，高铁旅游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可参见田里等

（２０１８） ［７］、李磊等（２０１９） ［２］对高铁旅游的研究综述。 已有关于高铁旅游的研究大多是以某条高铁

线路或某个区域展开的“局部”分析，如 Ｗａｎｇ（２０１６） ［８］、黄泰等（２０１７） ［９］、殷平等（２０１９） ［１０］。 由

于地区间的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往往差异较大，使得基于“个案”
分析所得的研究结论缺乏普适性。 而且，从研究方法看，上述研究主要采用的是社会网络分析、问
卷调查分析、可达性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等方法，这些方法虽然各有优点，但由于缺乏明确的经济

学含义而难以应用于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的量化评价。
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在国家范围内对高铁的旅游经济效应进行政策评价，但研究结论存在较

大的分歧。 一些学者认为，高铁开通使站点城市获得区位优势从而大幅提升旅游吸引力，同时由于

旅游涉及“食、住、行、游、购、娱”等诸多方面，旅游人数的增加将会通过产业关联和乘数效应带动

旅游经济，使得高铁成为推动旅游业发展的 “酵母” 和 “引擎” （李学伟，２０１９） ［１１］。 魏丽等

（２０１８） ［１２］采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检验了高铁开通对旅游产业效率

的影响，发现高铁开通对旅游产业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曾玉华和陈俊

（２０１８） ［１３］采用双重差分法对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 ２８６ 个城市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高铁开通使得

站点城市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分别提高了 １８ ５１％和 ２４ ９９％ 。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如果城市缺乏

明确的旅游发展战略定位，或者未能与邻近同类城市的旅游产业错位发展，旅游业在城市间未能形

成互补合作，高铁开通将无法发挥当地旅游资源的比较优势，也难以给当地旅游业带来实质性的效

益，从而陷入高铁“过道效应” （Ｍａｓｓｏｎ 和 Ｐｅｔｉｏｔ，２００９［１４］；汪德根，２０１６［１５］ ）。 Ａｌｂａｌａｔｅ 和 Ｆａｇｅｄａ
（２０１６） ［１６］基于双重差分法对西班牙 ５０ 个省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高铁

开通对旅游产出具有较弱的正向直接效应，并且高铁开通会挤出航空旅游产出而产生显著的负间

接效应。 Ａｌｂａｌａｔｅ 等（２０１７） ［１７］采用西班牙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年 １２４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只

有很弱的证据表明高铁开通对旅游经济有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仅局限于大城市。 可见，学
术界对高铁的旅游效应尚无定论，这一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和交叉验证。

高铁开通对于站点城市旅游业的发展究竟是发挥了“引擎”的积极作用，还是仅扮演着“过道”
的角色？ 这需要通过科学的方法予以甄别。 遗憾的是，有关中国高铁开通的旅游经济效应的量化

研究颇少，基于全国城市数据的相关研究尤为鲜见，其原因可能是城市层面旅游资源的相关数据难

以获取。 为准确识别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本文收集了历年全国 ２８６ 个城市的

景区数量，并将其与城市的经济社会数据、高铁开通数据进行匹配，采用双重差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ＩＤ）法对高铁的旅游效应进行量化评估与异质性分析。 相比于既有文献，本文可能的

边际贡献：一是拓展了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业发展的研究。 相比于既有使用“公路里程”直接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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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 经济数据库。



“交通基础设施”（张广海和赵金金，２０１５） ［５］，本文基于高铁在各城市间开通与否及先后上的差异

来识别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旅游业的影响，可避免由于测量误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二是在控制变

量的选取上，除了控制相关文献常用的变量外，本文通过手工收集整理样本期内各城市 ４Ａ 级和 ５Ａ
级旅游景区的个数表征旅游资源的时空差异，以此对旅游资源加以控制，力求避免因遗漏随个体与

时间变化的重要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三是在研究结论上，虽然同期有两篇文献（曾玉华和陈

俊，２０１８［１３］；辛大楞和李建萍，２０１９［１８］）对同一主题进行研究且得出了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站点城

市旅游业发展的结论，但本文研究发现，虽然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游客人数具有“水平效应”但“增
长效应”却不显著，对站点城市旅游收入的影响甚至是负向的，结论与上述两篇文献的观点截然不

同，对此，本文从计量策略和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现实两个方面阐述了本文结论更为科学合理。

二、 中国高铁发展历程与理论分析

１．中国高铁发展进程

近年来，中国高铁发展迅猛，已成为中国优势装备走向世界的一张靓丽名片。 高铁开通前，铁
道部在 １９９７—２００７ 年共实施了六次铁路提速（施震凯等，２０１８） ［１９］，但铁路运输能力仍然严重不

足。 ２００４ 年国务院批准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简称《规划》）提出了“四纵四横”快速客运专线网

的规划方案。 《规划》（２００８ 年调整）进一步明确，到 ２０２０ 年客运专线要达到 １ ６ 万公里以上，事实

上，这一目标于 ２０１４ 年提前实现。 为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规划》（２０１６ 年修编）提
出在原“四纵四横”主骨架基础上打造“八纵八横”的高铁主通道。 图 １ 描绘了中国高铁事业的发

展情况，２００８ 年高铁营业里程仅为 ６７１ ５０ 公里，仅占铁路营业里程的 ０ ８４％ ，２０１８ 年高铁营业里

程达到 ２９９０４ 公里，占铁路营业里程的比重为 ２２ ７０％ ；２００８ 年高铁客运量仅有 ７３４ 万人次，２０１８
年达到 ２０ ５４ 亿人次，占铁路客运量的比重超过 ６０％ 。 中国高铁事业在过去十余年里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

图 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中国高铁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 ｗｉｎｄ 数据库的数据使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 绘制

为考察高铁开通城市与未开通城市旅游业的状况，图 ２ 分别描绘了两组城市接待国内旅游人

数对数值的均值，数据来源参见下文。 图 ２ 显示，高铁开通城市旅游业发展的平均水平高于高铁未

开通城市；由于 ２００８ 年之后两组城市旅游发展水平的上升趋势较为类似，因此图 ２ 并不能表明高

铁开通具有显著的旅游促进效应，下述将通过严谨的实证过程予以识别。
２．理论分析

高铁具有很强的空间影响且影响机制是复杂的（Ｈａｌｌ，２００９） ［２０］。 高铁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首

先会影响区域旅游交通可达性格局，进而对区域旅游要素产生“多米诺”效应。 高铁开通加快了人

口、资本、信息与技术在沿线城市之间的流动，这些要素在空间的再分配会对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
人口规模、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本等方面产生影响，进而重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 本文基于汪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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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１５］的高铁网络时代旅游地理学研究框架，将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的影响途径分

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

图 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年高铁开通城市与未开通城市国内游客人数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使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 绘制

（１）规模效应。 高铁开通会通过改变区域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进而对旅游业产生影响。 高

铁开通对站点城市的经济发展和人口数量可能会产生正向的“扩散效应”，也可能会产生负向的

“虹吸效应”（汪德根等，２０１５［２１］；张克中和陶东杰，２０１６［２２］）。 一方面，高铁开通有利于基础交通设

施网络的完善，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强化人口、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由区域中心城市向外

围城市的扩散，促进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加，此时，高铁的“扩散效应”将促进站点城市旅

游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高铁开通引发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转移，也可能表现为要素沿途由外围城

市向中心城市加速转移，增强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经济集聚，抑制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此时，外
围站点城市会由于高铁“虹吸效应”所致的人口外流、经济萎缩，使得旅游人数不增反降。 因此，从
规模效应上看，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旅游业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２）结构效应。 高铁开通会通过改变区域的产业结构和游客出行方式进而对旅游业产生影

响。 产业结构方面，高铁开通加速了信息、技术在城市间的流动，可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向高科技和

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Ｗａｎｇ，２０１９） ［２３］，张克中和陶东杰（２０１６） ［２２］ 也发现第二产业的增速

会由于高铁开通而放缓，Ｙｕ（２０１７） ［２４］ 认为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对客运交通的便利性更为

敏感，因此，从产业结构上看，高铁开通可有效提高地区经济活动效率，促进产业升级，从而有利于

站点城市旅游业的发展。 游客出行方式方面，高铁在中距离运输中的优势明显，高铁会与民航、高
速公路等交通系统发生竞合作用（汪德根，２０１６） ［１５］，高铁开通会给短途民航带来直接的冲击，使短

途民航的客流锐减（Ａｌｂａｌａｔｅ 和 Ｆａｇｅｄａ，２０１６［１６］；Ｗａｎ，２０１６［２５］ ），此外，高铁的贯通，还可能会“挤
出”沿线高速公路的客运量。 但另一方面，由于高铁开通打通了城市交通“最后一公里”，使得“门
到门”的出行时间明显减少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与其他交通系统的合作，同时考虑到不同交通

工具在不同运输距离中各具优势，因此，从游客出行交通工具的选择看，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客流

量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３）技术效应。 高铁开通会通过改变区域的旅游业态和人力资本进而对旅游业产生影响。 旅

游业态方面，高铁的时空压缩效应使得游客的旅游方式由传统走马观花式观光向休闲度假的“慢
游”转变，从而加速人们旅游所需要素的重新组合，催生新的旅游业态（汪德根，２０１６） ［１５］，多样化、
特色化、高端化的旅游产品应运而生。 因此，从旅游业态看，依托高铁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旅游产业

要素加速向高铁沿线城市聚集，有利于沿线城市旅游产品的加快开发，从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人

力资本方面，高铁开通改善了投资环境，增加了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从而增加站点城市的高学历人

才数量（杜兴强和彭妙薇，２０１７） ［２６］。 理论上，高铁开通能够提升旅游业态和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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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旅游业的发展。
综上，高铁的时空压缩会对城市规模、经济结构与行业技术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站

点城市的旅游业发展，但其影响的方向和大小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当高铁开通对改善站点城市的

规模、结构和技术均产生正向作用时，高铁将通过经济系统产生的乘数效应对站点城市旅游业产生

“引擎”般的助推作用；否则，高铁开通可能仅起到城市“过道”的作用，无法真正对站点城市旅游业

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鉴于此，本文对高铁的旅游促进作用进行检验，并探讨其作用机制。

三、 实证设计

１．识别策略

由于城市开通高铁与否以及开通先后存在差异，因此可将高铁开通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从而

可使用 ＤＩＤ 方法评估高铁开通对旅游业的影响。 实证设计上，本文参考 Ａｌｂａｌａｔｅ 和 Ｆａｇｅｄａ
（２０１６） ［１６］、张克中和陶东杰（２０１６） ［２２］、张华和冯烽（２０１９） ［２７］等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Ｙｉｔ ＝ α ＋ βＨＳＲ ｉｔ ＋ Ｘ′ｉｔγ ＋ μｉ ＋ λ ｔ ＋ εｉｔ （１）
　 　 其中，下标 ｉ、ｔ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被解释变量 Ｙｉｔ为城市旅游业产出水平；核心解释变量

ＨＳＲ ｉｔ表示高铁开通与否；Ｘ ｉｔ为一组控制变量，用于控制其他因素对城市旅游产出水平的影响；μｉ 和

λ ｔ 分别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其中城市固定效应用于控制各城市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如地理特征），年份固定效应用于控制特定年份对旅游业的整体影响（如 ２００３ 年爆发的“非典型

性肺炎”（ＳＡＲＳ）疫情）；εｉｔ为随机误差项。 为了控制可能的横截面相关、时序相关和异方差等问

题，将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利用高铁开通与否及开通先后的双重差异，可将全部样本城市分成处理组和对照组。 为此，将

核心解释变量 ＨＳＲ ｉｔ定义为，城市 ｉ 高铁开通的当年及之后各年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 这样，ＨＳＲ ｉｔ相

当于传统 ＤＩＤ 法中处理对象变量和处理时间变量的乘积项。 待估参数 β 即为高铁开通对旅游产

出水平影响的净效应。 如果 β ＞ ０ 且显著，则表明高铁开通显著促进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如果 β
不显著，则表明高铁开通未能显著促进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

２．样本与变量

本文以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年中国 ２８６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高铁开通时间数据来自国家铁路

局网站，各城市历年 ５Ａ 级景区个数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网站的旅游名录整理得到，４Ａ 级景区个

数根据各省区文化和旅游局网站、百度网页等搜集整理得到，其他控制变量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国内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数据来自 ＣＥＩＣ 数据库，为最大限度

保留可用样本，国内游客人数缺失的数据首先根据该城市相应年份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的对应数据进行填补，剩下的少量缺失值通过线性插值进行填补。 由于缺少城市层面价格指数，
因此以城市所在省份的价格指数将名义价值量平减为 ２００３ 年的不变价格，以减少价格因素的影

响。 人民币 ／美元基准汇率年平均价、各省 ＧＤＰ 指数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余数据和

资料来源随文详细说明。
被解释变量：旅游发展。 统计年鉴中衡量旅游产出的指标主要有国内游客人数、国内旅游收

入、境外游客人数、境外旅游收入，借鉴 Ａｌｂａｌａｔｅ 等（２０１７） ［１７］、李光勤等（２０１８） ［２８］ 的研究，同时，考
虑到游客与高铁乘客中境外人员所占比例甚小，本文以国内游客人数作为衡量旅游发展水平的指

标，并以国内旅游收入、游客总人数、旅游总收入这三个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中旅游总收入由境

外旅游收入按人民币 ／美元基准汇率年平均价折算为人民币后与国内旅游收入加总得到当年的名

义值，再调整为不变价格。 为得到高铁开通对旅游产出的变化率，在回归分析中，均取自然对数后

作为被解释变量。
９７１

２０２０ 年 第 ２ 期



核心解释变量：高铁开通。 本文以虚拟变量来表示高铁开通变量，定义见上文，不再赘述。
除了核心解释变量，本文还控制了如下变量对旅游发展水平的影响。 旅游资源丰裕度：旅游

资源丰裕度是影响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直接影响着旅游产出。 借鉴杨勇（２０１６） ［２９］ 、李光

勤等（２０１８） ［２８］的研究，本文通过对 ４Ａ、５Ａ 级景区进行赋值加总后取对数来衡量旅游资源丰裕

度。 具体为：基础分 １ 分，４Ａ、５Ａ 级景区分别每个赋值 １ 分和 １ ５ 分，加总得到旅游资源综合指

数后再取对数得到旅游资源丰裕度指标。 该指标没有包括 Ａ、２Ａ、３Ａ 级景区，除了因为该数据无

法准确获取外，还因为 ３Ａ 级及以下级别景区可由市级旅游景区评定机构直接评定产生，而 ４Ａ、
５Ａ 级景区则由所在地旅游景区评定机构逐级提交申请报告，并由省级旅游景区评定机构向全国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提交推荐意见方能最终评定，因此，４Ａ 和 ５Ａ 级景区的数量更能体

现城市间的旅游禀赋差异。 此外，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公共设施维护水平，以城市维护建设资金

与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之比衡量；道路密度，以年末实有铺装道路面积与辖区面积之比衡量；人
口密度，以城市年末人口数与辖区面积之比的对数衡量；人均收入，以城市人均实际 ＧＤＰ 的对数

衡量；产业结构，参考汪伟等（２０１５） ［３０］ 以综合指数衡量产业结构，即产业结构综合指数一产比

重 ＋ ２ × 二产比重 ＋ ３ × 三产比重，其中各产比重为该产业增加值与 ＧＤＰ 之比；ＦＤＩ 比重，以实际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按人民币 ／ 美元基准汇率年平均价折算为人民币后与 ＧＤＰ 之比衡量；投资

水平，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 ＧＤＰ 之比衡量；教育水平，以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与年末人口数之

比衡量；科技支出，以预算内科技支出与预算内财政支出之比衡量；财政支出，以一般预算财政支

出与 ＧＤＰ 之比衡量。
表 １ 为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可见，高铁开通城市的旅游发展水平高于高铁未

开通城市。 此外，控制变量中，旅游资源、公共设施、道路密度等变量的均值也同样呈现高铁开通城

市高于高铁未开通城市的特征。 因此，究竟高铁开通能否促进旅游业发展需要将其他影响因素予

以控制后方能厘清。
表 １ 主要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及计算方法
总观

测值

高铁开通城市 高铁未开通城市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旅游发展（国内游客人数的对数，千人） ３９９７ ２４８８ ９ ４０ １ １６ １５０９ ８ ５３ １ ２０

高铁开通（哑变量，开通后取 １，否则取 ０） ４００４ ２４９２ ０ ３３ ０ ４７ １５１２ ０ ００ ０ ００

旅游资源（旅游资源丰裕度的对数） ４００４ ２４９２ １ ５９ ０ ９３ １５１２ １ ０７ ０ ８１
公共 设 施 （城 市 维 护 建 设 资 金 与 财 政 支 出

之比，％ ）
３９６０ ２４８１ １４ ６４ １９ ５５ １４７９ ８ ７４ １３ ７９

道路密度（道路面积与辖区面积之比，％ ） ３９６９ ２４７３ ０ ２７ ０ ５７ １４９６ ０ ０８ ０ １２
人口密度（单位面积年末人口数的对数，人 ／ ｋｍ２） ３９９８ ２４９２ ６ ００ ０ ７５ １５０６ ５ ２３ ０ ９８
人均收入（实际人均 ＧＤＰ 的对数，元 ／ 人） ３９５０ ２４５２ ９ ９５ ０ ８３ １４９８ ９ ５８ ０ ７８
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综合指数） ３９９４ ２４８５ ２ ２６ ０ ２２ １５０９ ２ １８ ０ １３
ＦＤＩ 比重（ＦＤＩ 与 ＧＤＰ 之比，％ ） ３７６３ ２４１８ ２ ６２ ２ ６１ １３４５ １ ２５ １ ４０
投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 ＧＤＰ 之比，％ ） ３９４７ ２４５０ ６２ ２８ ２５ ６１ １４９７ ６６ ７０ ３０ ２８
教育 水 平 （高 校 在 校 学 生 数 与 年 末 人 口 数

之比，％ ）
３９０２ ２４５３ １ ９９ ２ ４７ １４４９ ０ ８１ １ ０８

科技支出（科技支出与财政支出之比，％ ） ３９９４ ２４８９ １ ３４ １ ４５ １５０５ ０ ７８ ０ ７７
财政支出（财政支出与 ＧＤＰ 之比，％ ） ３９４９ ２４５１ １３ ３８ ７ １７ １４９８ １９ ３９ １６ ６７

　 　 资料来源：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５ ０ 软件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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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双重差分法适用性检验

共同趋势假设是有效使用双重差分法的重要前提，它关系到对照组是否是处理组合适的“反
事实”。 即要求处理组城市与对照组城市在高铁开通之前旅游业发展的趋势不存在系统性差异，
或者差异是固定的。 参考 Ｙｕ（２０１７） ［２４］、Ｄｏｎｇ（２０１８） ［３１］、张华和冯烽（２０１９） ［２７］ 使用“事件分析

法”检验共同趋势假设，模型设定如下：

Ｙｉｔ ＝ α ＋ ∑７

ｋ≥－７，ｋ≠－１
βｋＤｋ

ｉｔ ＋ Ｘ′ｉｔγ ＋ μｉ ＋ λ ｔ ＋ εｉｔ （２）

　 　 其中，Ｄｋ
ｉｔ表示高铁开通这一“事件”的一个虚拟变量，其取值如下：用 ｓｉ 表示城市高铁开通的具

体年份，如果 ｔ － ｓｉ≤ －７，则定义 Ｄ －７
ｉｔ ＝１，否则，令 Ｄ －７

ｉｔ ＝０；如果 ｔ － ｓｉ ＝ ｋ，则定义 Ｄｋ
ｉｔ ＝１，否则，令 Ｄｋ

ｉｔ ＝
０（ｋ∈［ －７，７］且 ｋ≠ －１）；如果 ｔ － ｓｉ≥７，则定义 Ｄ７ ＋

ｉｔ ＝ １，否则，令 Ｄ７ ＋
ｉｔ ＝ ０。 同时，本文将高铁开通

的前一年作为基准年，即式（２）中去除了 Ｄ － １
ｉｔ 这个虚拟变量。 βｋ 是需要关注的参数，其反映了高铁

开通对城市旅游业的影响。 式（２）中的其他变量设定一致于基本模型（１）。 式（２）还有一个优点，
能同时检验共同趋势假设与高铁开通影响旅游发展的动态效应。

图 ３ 直观呈现了共同趋势假设的检验结果并刻画高铁开通对旅游业发展的动态影响，图 ３（ａ）
绘制了式（２）中参数 βｋ 的估计值和 ９５％的置信区间，图 ３（ｂ）绘制了参数 βｋ 的估计值和 ９０％的置

信区间。 图 ３（ａ）与图 ３（ｂ）中的横轴表示高铁开通前与开通后的年份数，如“ － ２”和“３”表示高铁

开通前的第 ２ 年与高铁开通后的第 ３ 年。 图 ３（ａ）与图 ３（ｂ）均表明，各城市在高铁开通之前的国

内游客数的对数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满足共同趋势假设。 注意到高铁开通的当年，参数 β０ 的估计

值为 ０ ０４６６，其 ９５％置信区间包括了 ０，而 ９０％置信区间完全在刻度 ０ 的水平线之上，因此可以认

为估计系数 β０ 在 １０％水平下显著为正，但在 ５％ 水平下不显著。 即较弱的证据显示，高铁开通当

年站点城市的国内游客人数增长 ４ ６６％ ；高铁开通后的第一年，国内游客人数的增速与高铁开通

当年的增速相近，但在高铁开通后的第二年逐步下降且不显著。 总体而言，高铁开通的旅游效应较

弱且仅在高铁开通的当年与开通后第一年。

图 ３　 被解释变量（国内游客数对数）在高铁开通前后的差异

资料来源：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５ ０ 软件估计并用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１４ｂ 软件绘制

２．基本回归

表 ２（１） ～ （４）列是高铁开通对旅游业影响的基本回归结果。 容易看出，不论模型是否包含控

制变量，高铁开通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 但在加入了控制变量后，该系数由 １ ５２２２ 大幅下降至

０ ２０３５。 进一步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后，高铁开通对旅游业的影响系数下降至 ０ １３６５。 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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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同时加入控制变量和城市、年份双向固定效应后，高铁开通哑变量的回归系数下降至

０ ０４０５，并且系数不再显著。 同时，注意到旅游资源、人均收入、投资水平这三个控制变量无论是否

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均在 １％水平下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 上述结果表明，旅游人

数的增长主要源于旅游资源数量的增加、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投资水平的提升，且并没有充分的

证据表明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站点城市国内游客人数的增速。 关于高铁开通变量系数的估计结

果，本文以表 ２ 第（４）列的双固定效应模型为准。
考虑到城市行政级别不一致可能对结果产生干扰，本文在排除了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

个直辖市后重新回归（如表 ２ 第（５）列），所得高铁开通的估计系数略大于全部城市样本的估计

系数。 由于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在获取经济和政治资源方面比普通地级市更具优势，本文进

一步删除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样本进行回归（如表 ２ 第（６）列），结果与排除四个直辖市的

情形相近。
表 ２ 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影响的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
全部城市 排除直辖市 普通地级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高铁开通
１ ５２２２∗∗∗

（０ ０６３８）
０ ２０３５∗∗∗

（０ ０５１４）
０ １３６５∗∗∗

（０ ０２６５）
０ ０４０５

（０ ０２８８）
０ ０５０８∗

（０ ０２８７）
０ ０５６５∗

（０ ０３１４）

旅游资源
０ ７３９２∗∗∗

（０ ０４７６）
０ ２１２７∗∗∗

（０ ０３４２）
０ １２２５∗∗∗

（０ ０３７４）
０ １２１８∗∗∗

（０ ０３７１）
０ １３４２∗∗∗

（０ ０４０４）

公共设施
－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９）

－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１０）

道路密度
－ ０ １６３５∗∗

（０ ０６３４）
－ ０ ０８３６
（０ ０６７３）

－ ０ １１１８∗

（０ ０５７５）
－ ０ １７７３∗∗∗

（０ ０５４４）
－ ０ ０８５６
（０ ０９６６）

人口密度
０ ３１９２∗∗∗

（０ ０３８２）
０ ３１１９

（０ ２１５０）
０ ０９８９

（０ １２４７）
０ １０１６

（０ １４３２）
０ ２１０５

（０ １８６０）

人均收入
０ ２０６１∗∗∗

（０ ０５８０）
１ １８０６∗∗∗

（０ ０７０９）
０ ３１９３∗∗∗

（０ １０６５）
０ ３２３３∗∗∗

（０ １０８７）
０ ３０５１∗∗∗

（０ １１３４）

产业结构
０ ２３２９∗

（０ １２１０）
０ ０３６５

（０ ０５８２）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３７０）
０ １０３９

（０ １３６６）
０ ０９２９

（０ １４０４）

ＦＤＩ 比重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１１１）
０ ０２５４∗∗∗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３１２∗∗∗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３２３∗∗∗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３６１∗∗∗

（０ ００５７）

投资水平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７）

教育水平
０ ０３３１∗∗

（０ ０１３６）
－ ０ ０３３６
（０ ０２６６）

－ ０ ０４２６∗

（０ ０２４１）
－ ０ ０４１８∗

（０ ０２４５）
－ ０ ０４２６
（０ ０２７３）

科技支出
０ ０１７８

（０ ０１７８）
０ ００６６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９３）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０９４

（０ ００９８）

财政支出
０ ０１２４∗∗∗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５５∗∗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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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变量
全部城市 排除直辖市 普通地级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常数项
８ ７６０３∗∗∗

（０ ０５２９）
３ ２０２９∗∗∗

（０ ６３１３）
－ ４ ４７９５∗∗∗

（１ ５２８４）
６ ３８０７∗∗∗

（１ ５３０２）
４ ７１０３∗∗∗

（１ ６２７７）
３ ３７３２∗

（１ ８７００）

城市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９９７ ３６１７ ３６１７ ３６１７ ３５６２ ３１６１

Ｒ２ ０ ２４１１ ０ ７１４５ ０ ９４０３ ０ ９４９５ ０ ９４６１ ０ ９４０４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５ ０ 软件估计得到

３．异质性

（１）四大区域城市。 为了探寻高铁开通对旅游业发展可能存在的区域异质性，本文根据国家

“十三五”规划中四大板块的划分方法，将 ２８６ 个城市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区域，
回归结果如表 ３（１） ～ （４）列，四大区域城市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也并未发现高铁开通能显著促进站

点城市旅游业发展的证据。
（２）不同发展水平城市。 考虑到商业资源聚集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

性在城市间的差异及其对高铁旅游的影响，本文根据《２０１９ 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①将样本划分为

一线（含准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和五线城市，回归结果如表 ３（５） ～ （９）列，结果显示，五线城市

高铁开通能显著提升站点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可使城市的国内游客人数增速提高 １４ ８２％ 。 此外，
在 １０％的显著水平下，三线城市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也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其他三

组子样本的回归系数虽然也为正，但并不显著。 原因可能是五线城市的旅游资源是以天然景区为

主，这种绿色生态旅游更受中高收入水平人群青睐，因此，高铁开通对五线城市旅游业发展的促进

作用更为明显。
表 ３ 分区域、分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东部

（２）
中部

（３）
西部

（４）
东北部

（５）
（准）一线

（６）
二线

（７）
三线

（８）
四线

（９）
五线

高铁开通
－ ０ ０１４０
（０ ０５４０）

０ ０３８４
（０ ０３４８）

０ ０４８５
（０ ０５２８）

０ ０６３９
（０ ０８９０）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４５９）

０ ０１８５
（０ ０５１６）

０ １１６８∗

（０ ０６１４）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４００）
０ １４８２∗∗∗

（０ ０５０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４７ １０８４ ９３８ ４４８ ２５５ ３９２ ９２６ １１４０ ９０４

Ｒ２ ０ ９６３１ ０ ９６２０ ０ ９４３１ ０ ９２８５ ０ ９６７９ ０ ９６９２ ０ ９３２３ ０ ９４６５ ０ ９０８８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５ ０ 软件估计得到

４．稳健性检验

（１）基于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的估计。 为了增强由基本回归所得结论的说服力，使用倾向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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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 － 双重差分法（ＰＳＭ⁃ＤＩＤ）进行稳健性检验，如表 ４ 第（１）列。 基于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的回归

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一结果一致于基本模型的结果，
表明“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国内游客人数的增速没有显著影响”这一核心结论具有较强的稳

健性。
（２）排除异常值。 为了排除异常值的干扰，分别剔除被解释变量双侧 １％ 、５％异常值后再进行

回归，如表 ４（２） ～ （３）列。 可以发现，高铁开通的估计系数也未能通过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支
持前文结论。 ２００３ 年全国大面积爆发了 ＳＡＲＳ 疫情，这不仅对当年的旅游市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还会造成 ２００４ 年旅游业的异常波动，故排除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的样本进行回归以消除 ＳＡＲＳ 疫情对回

归结果的影响，估计系数（如表 ４（４）列）接近于基本模型的估计系数。
（３）更换变量指标。 为了减轻指标度量问题对实证结论带来的影响，分别更换控制变量、被

解释变量的指标并重新回归。 控制变量指标的变更包括：１）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作

为产业结构度量指标；２）加入城市是否有民航机场控制变量，城市民航机场的数据来自 ＣＥＩＣ 数

据库；３）忽略景区被摘牌和降级的影响。 ２０１５ 年起，国家旅游管理相关部门对景区的认证、资
质实行动态管理，对于复查不达标或存在严重问题的景区予以降级或摘牌处理。 基准回归中，
景区的个数是根据各景区等级的动态变化进行统计的，因此，在稳健性检验中，假设景区等级只

升不降，不考虑景区被摘牌或降级的影响；４）改变 ５Ａ 级景区的赋值，在稳健性检验中，将基准回

归中 ４Ａ 级和 ５Ａ 级景区的赋值 １ 和 １ ５ 分别变更为 １ 和 ２。 结果表明，上述 ４ 种变更控制变量

情形所得的回归结果与基本模型的结果一致，均未发现高铁开通能显著提高站点城市旅游业发

展的证据。
表 ４ 稳健性检验（ＰＳＭ⁃ＤＩＤ 和排除部分样本）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

（２）
排除因变量双侧 １％

分位点后的样本

（３）
排除因变量双侧 ５％

分位点后的样本

（４）
排除受“非典”
影响年份的样本

高铁开通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２０９）
０ ０４０１

（０ ０２７２）
０ ０３３２

（０ ０２２８）
０ ０４４９∗

（０ ０２６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７６１ ３５５６ ３２９３ ３０９６

Ｒ２ ０ ９６７０ ０ ９５７８ ０ ９５２４ ０ ９５９６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５ ０ 软件估计得到

本文还分别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游客总数的对数、国内旅游收入的对数、旅游总收入的对数

做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５（５） ～ （７）列，容易发现，高铁开通对于站点城市游客总数的增速

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基本模型的结果一致。 但值得注意的是，高铁开通不仅无法提升站点

城市旅游收入的增速，反而会对站点城市旅游收入的增速带来负向的影响。 具体而言，在 １０％的

显著水平下，高铁开通会导致站点城市国内旅游收入的增速、旅游总收入的增速分别下降

５ １６％ 、５ ３２％ 。 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是不少城市通过降低甚至免收景区门票费用的方式来招

揽更多的游客，这种“赔本赚吆喝”的商业模式背后反映的是景区同质化竞争在高铁开通后日益

凸显。
４８１

冯　 烽，崔琳昊　 高铁开通与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引擎”还是“过道”？



表 ５ 稳健性检验（更换变量指标）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三产

比重

作为产业

结构变量

（２）控制

是否

有民航机场

（３）不考虑

景区被摘牌

和降级

（４）改变

５Ａ 级

景区的赋值

（５）游客总数的

对数作为被

解释变量

（６）国内旅游

收入对数作

被解释变量

（７）旅游总收入

对数作为

被解释变量

高铁开通
０ ０４０９

（０ ０２８６）
０ ０４０６

（０ ０２８７）
０ ０４１１

（０ ０２８７）
０ ０４０２

（０ ０２８５）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２５６）
－ ０ ０５１６∗

（０ ０２８８）
－ ０ ０５３２∗

（０ ０２９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６１９ ３６１７ ３６１９ ３６１９ ３２６６ ３２８６ ３１６４

Ｒ２ ０ ９４９５ ０ ９４９５ ０ ９４９５ ０ ９４９５ ０ ９４６２ ０ ９６０６ ０ ９６２８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５ ０ 软件估计得到

５．内生性问题

高铁站的选址并非随机选取，高铁线路的规划需要对沿线城市的经济条件、建造成本、城市功

能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如果这些因素又同时影响到城市旅游业的发展，这就可能导致“高铁开

通”这一核心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因此，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
高铁开通工具变量的构造方法主要有三种策略：城市的坡度（Ｄｕｆｌｏ 和 Ｐａｎｄｅ，２００７） ［３３］、历史的

铁路线（Ｚｈｅｎｇ 和 Ｋａｈｎ，２０１３） ［３４］和最小路径树（Ｆａｂｅｒ，２０１４） ［３５］。 张梦婷等（２０１８） ［３６］ 利用高程数

据提取城市的水文信息、坡度信息和起伏度信息，依据“地理开发成本最低”原则，得到各地级市是

否“该”有高铁开通的虚拟变量（ｃｏｓｔ），注意到这个变量取决于地理信息数据，不会随时间而变动，
因此，本文使用张梦婷等（２０１８） ［３６］中提供的虚拟变量 ｃｏｓｔ 的数据，并将虚拟变量 ｃｏｓｔ 与年份虚拟

变量的乘积作为高铁开通的工具变量。
表 ６ 报告了 ＩＶ 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的回归结果，在 ＩＶ 第一阶段回归中，坡度与年份虚拟变量

乘积项的系数绝大多数显著为负，表明城市修建高铁的难度和成本越高，越不容易有高铁修建，符
合经济规律；在 ＩＶ 第二阶段回归中，高铁开通的估计系数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表明高铁开通未

能显著提高旅游发展水平，一致于前文的结论。 第一阶段 Ｆ 值为 ５７ ９４，大于临界值 １０，表明工具

变量是有效的。 因此，可以认为“高铁开通并未显著提高站点城市国内游客人数增速”这一核心结

论是可靠的。
表 ６ 高铁开通对旅游发展影响 ２ＳＬＳ 估计的回归结果

变量
ＩＶ 第一阶段 ＩＶ 第二阶段

Ｙ：高铁开通 Ｙ：旅游发展

高铁开通 ０ ０２５５（０ ８４７０）

ｃｏｓｔ × ２００３ 年虚拟变量 － ０ ２７６９∗∗∗（０ ００００）
ｃｏｓｔ × ２００４ 年虚拟变量 － ０ ２７３９∗∗∗（０ ００００）
ｃｏｓｔ × ２００５ 年虚拟变量 － ０ ２９０２∗∗∗（０ ００００）
ｃｏｓｔ × ２００６ 年虚拟变量 － ０ ２９３１∗∗∗（０ ００００）
ｃｏｓｔ × ２００７ 年虚拟变量 － ０ ３０９０∗∗∗（０ ００００）
ｃｏｓｔ × ２００８ 年虚拟变量 － ０ ２９５６∗∗∗（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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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６

变量
ＩＶ 第一阶段 ＩＶ 第二阶段

Ｙ：高铁开通 Ｙ：旅游发展

ｃｏｓｔ × ２００９ 年虚拟变量 － ０ ２７４８∗∗∗（０ ００００）

ｃｏｓｔ × ２０１０ 年虚拟变量 － ０ ０６６４（０ ３２４０）

ｃｏｓｔ × ２０１１ 年虚拟变量 － ０ ０２４８（０ ７１００）

ｃｏｓｔ × ２０１２ 年虚拟变量 － ０ ０６９９（０ ２７５０）

ｃｏｓｔ × ２０１３ 年虚拟变量 ０ ０３９２（０ ５０００）

ｃｏｓｔ × ２０１４ 年虚拟变量 ０ ０４７２（０ ３０６０）

ｃｏｓｔ × ２０１５ 年虚拟变量 ０ ０２２５（０ ４４５０）

第一阶段 Ｆ 值 ５７ ９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３５７８ ３５７８

Ｒ２ ０ ６４１０ ０ ９４９５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５ ０ 软件估计得到

五、 识别检验与机制分析

前文的分析表明，高铁开通未能显著提高站点城市的旅游业发展，平均而言，高铁对于站点城

市而言仅起到“过道”的作用。 高铁开通改善了站点城市的基础设施，却为何未能促进站点城市旅

游业的显著发展？ 为了探寻其背后的原因，本文进一步考察高铁影响旅游业发展的作用机制，机制

分析的模型设定如下：
Ｍｉｔ ＝ β０ ＋ β１ＨＳＲ ｉｔ ＋ Ｚ′ｉｔξ ＋ μｉ ＋ λ ｔ ＋ εｉｔ （３）

　 　 其中，Ｚ ｉｔ表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 ＦＤＩ 比重、投资水平、教育水平、科技支出和财政支出；其他

符号的含义一致于基本模型（１）。 如前面理论假说所述，本文以规模、结构和技术三个维度的七个

变量分别作为式（３）的被解释变量。 以年末人口数和 ＧＤＰ（均取对数）表征规模效应；以产业结构

和客运结构表征结构效应，前者分别以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各自占 ＧＤＰ 的比重衡量，后者以民航客

运量的对数衡量；以景区经济效益和城市创新水平表征技术效应，前者以旅游收入与景区（４Ａ 级

和 ５Ａ 级）数之比的对数衡量，后者以寇宗来和刘学悦（２０１７） ［３７］的城市综合创新指数衡量。
表 ７ 报告了高铁开通对旅游业发展影响机制的回归结果。 ①规模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 ７（１） ～

（２）列所示。 可以发现，在 ５％的水平下，人口数的对数方程中 ＨＳＲ 的系数显著为正，但 ＧＤＰ 的对

数方程中 ＨＳＲ 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高铁开通加快了站点城市的人口增长，但也降低了站点城

市 ＧＤＰ 的增速，这一致于张克中和陶东杰（２０１６） ［２２］ 的结论。 这一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加快了农村

人口向城市流动进而促进了城市的人口增长，这有助于促进站点城市的旅游产出；但另一方面，高
铁开通使生产要素更方便地流向经济发达地区，这种“虹吸”效应会抑制站点城市的经济增长，从
而可能阻碍站点城市的旅游业发展。 由于这两种高铁开通的规模效应符号相反，这是本文结论

“高铁开通未能显著促进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的原因之一。 ②结构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 ７（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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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列所示。 从产业结构看，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第二产业的比重，也增加了第三产业的比重。 这

一结果与规模效应的结果是相吻合的，因为相对于中心城市，外围城市往往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投
资环境欠佳，这些外围城市中的资金、高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将加速向经济实力强、发展环境好、
行政效能高的中心城市聚集，加上第二产业相对第三产业而言对这些优质要素更为敏感，因此，在
要素有效供给不足的情况下，高铁开通从平均意义上讲会使站点城市二产比重下降。 另外，由于传

统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对资金、人才等要素的要求相对不高，且高铁开通有助于本市下辖的县区人口

向城市流动，因此，高铁开通有利于第三产业发展。 从高铁对民航客运的作用看，在 １０％的显著性

水平下，高铁开通使得民航客运量的增速下降 １５ ４％ ，这一结果提示，高铁与民航客运之间的竞合

作用更多的表现为“挤出”而非“挤入”。 由于高铁开通的结构效应同时存在着上述正向和负向的影

响，这是“高铁开通未能显著促进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的又一原因。 ③技术效应的估计结果如表 ７
（６） ～ （７）列所示。 可以发现，景区平均旅游收入的对数关于高铁开通的估计系数为负，表明高铁

开通未能促进站点城市的旅游经济；另一方面，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指数从而有利于旅游

产品的创新。 因此，高铁的技术效应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也不甚明确。
表 ７ 机制分析的回归结果

规模效应 结构效应 技术效应

（１）
人口数的

对数

（２）
ＧＤＰ 的

对数

（３）
二产

比重

（４）
三产

比重

（５）
民航客运量

的对数

（６）
景区平均

收入的对数

（７）
创新指数的

对数

高铁开通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０５１）
－ ０ ０４２５∗∗∗

（０ ０１３６）
－ １ ３４３６∗∗∗

（０ ５１７０）
０ ９３１８∗∗

（０ ３７４０）
－ ０ １５４０∗

（０ ０８４９）
－ ０ ０５１２
（０ ０４１２）

０ １２４８∗∗∗

（０ ０４２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６８３ ３６８３ ３６８１ ３６８０ １５９４ ２８１６ ３６６５

Ｒ２ ０ ３１２０ ０ ９６２６ ０ ２９９０ ０ ３２８９ ０ ５９０１ ０ ３７６４ ０ ９１１１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５ ０ 软件估计得到

六、 与相关研究结果的比较与讨论

本文基准模型、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估计的回归结果均表明，高铁开通在整体上对促进站点

城市游客人数的增速没有显著影响，甚至还发现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旅游收入具有负向的影响。
这一发现与近期曾玉华和陈俊（２０１８） ［１３］、辛大楞和李建萍（２０１９） ［１８］ 的研究结论相左，而一致于

Ａｌｂａｌａｔｅ 等 （２０１７） ［１７］ 对西班牙高铁对旅游业影响的实证结果，也印证了张克中和陶东杰

（２０１６） ［２２］关于高铁经济“虹吸效应”的结论。
曾玉华和陈俊（２０１８） ［１３］（以下简称“曾文”）认为高铁开通可分别提高站点城市 １８ ５１％的旅

游人数和 ２４ ９９％的旅游收入，辛大楞和李建萍（２０１９） ［１８］ （以下简称“辛文”）尽管没有给出高铁

开通对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提高的百分比，但亦认为高铁开通对旅游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文认为这两篇文献的结论值得商榷，下述本文结论与曾文、辛文结论不一致的可能原因：首先，从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和对回归结果的解读上看，曾文和辛文均是以指标的水平值而非对数值作为被

解释变量，其高铁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可以认为高铁开通促进了游客数量的增长，而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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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高了游客人数的增速。 因此，仅能说明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带来了“水平效

应”，而不能说明“增长效应”。 其次，从控制变量的选取上，曾文遗漏了城市旅游资源这一重要的

协变量，而本文所有模型的实证结果均表明，城市旅游资源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说明城市旅游资

源的多寡会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且由于城市旅游资源是随时间和城市双向变化的，表明这一重

要协变量的遗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将会高估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的贡献。 再次，从回

归报告的标准误来看，曾文和辛文的回归结果中报告的是普通标准误或稳健标准误并非是聚类标

准误，忽略了潜在的时序相关和横截面相关问题，因而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统计推断。 四是，从客观

实际看，虽然曾文试图将回归系数转换为增长率的变化进行解释，但其转换方法缺乏科学性。 事实

上，本文计算了全样本城市（３１４２ 个观测值）国内游客人数年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为 ２１ ４６％ ，从
未开通高铁的城市子样本（２３２９ 个观测值）的国内游客人数年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为 ２１ ７２％ ，高
铁开通城市（１７７ 个观测值）高铁开通当年的国内游客人数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为 ２２ ６３％ ，粗略

计算可得高铁开通城市比未开通城市国内游客人数的增长率多
２２ ６３ － ２１ ７２

２１ ７２ × １００％ ＝ ４ １９％ ，与

本文基准模型中高铁开通变量的回归系数估计结果 ４ ０５％相近，与曾文结果为 １８ ５１％相差甚远。
综上，本文的结果更为科学、合理，可以认为对大多数城市而言，高铁开通仅起到“过道”作用，并未

成为促进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的“引擎”。

七、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便捷的旅游交通是推动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前提，高铁开通在影响旅游者旅游决策的同时，也在

改变着旅游业要素的空间分布。 高铁对旅游业的影响取决于高铁开通产生的是扩散效应还是集聚

效应。 如果是前者起主导作用，则高铁开通有利于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即高铁开通通过推动城市

间的旅游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发展产生扩散效应进而促进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此时，高铁将成为促

进旅游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引擎”；反之，如果是后者起主导作用，则意味着高铁开通加速了外围城

市的旅游要素资源向中心城市转移和聚集而不利于外围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此时，高铁对于外围

站点城市的旅游业发展仅起到“过道”的作用。 目前，鲜有基于城市层面数据的高铁开通与旅游业

发展的量化研究，更为遗憾的是，这些文献在实证研究中由于遗漏重要变量和识别策略不当所得结

论也有待商榷。
鉴于此，本文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采用 ＤＩＤ 法评估了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旅游业的影响

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 研究发现：（１）整体上，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国内游客人数仅有显著

的“水平效应”，但并未产生显著的“增长效应”，且在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高铁开通会平均降低

站点城市大约 ５％的国内旅游收入和总收入；（２）异质性上，高铁的旅游效应仅在五线城市表现显

著，高铁开通可平均提高五线城市国内游客人数 １４ ８２％ ，其余城市的高铁旅游效应均未能通过

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此外，四大区域城市的异质性分析中均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高铁有效提升

了站点城市旅游业的发展水平；（３）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对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城市规模效应、
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都并非是简单的正向传导路径，而是表现为正、负向影响并存的传导模式，从
而导致了高铁开通的旅游效应不显著。

高铁带来的“时空压缩”对城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因此，高铁开通不仅会

通过改变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对旅游业发展产生影响，还通过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产业结构变化、
经济社会的变革等作用于旅游业，这就导致了高铁的旅游效应变得扑朔迷离。 有意思的是，不同与

近期已有研究的结论，本文研究结论表明，整体而言，高铁开通未能显著促进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
高铁对于大多数站点城市而言仅起到“过道”的作用，未能对整个区域的旅游业发挥“引擎”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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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究其原因：（１）从高铁对要素流动的影响看，高铁的集聚效应大于其扩散效应，使得更多的要

素流向了中心城市，从而抑制了中小城市旅游业的发展；此外，高铁开通会“挤出”部分的民航客

运，一些中距离的民航航线在高铁的冲击下凋零甚至取消。 （２）从旅游业供给侧看，虽然高铁的开

通可极大地提升沿线城市之间的联通性，但由于城市之间的行政藩篱不利于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发

展，城市之间可能并没有因为高铁的开通而强化相互合作，反而加剧了城市间旅游业的同质化竞

争，表现为同类城市间的景区缺乏特色，旅游产品的多样性不足。 因此，对于缺少“重量级”景区和

特色旅游线路的城市，高铁的开通并不会显著增加前往该城市旅游的人数。 （３）从旅游业需求侧

看，旅游本质上是时间、空间与金钱的消费，高铁的开通虽然提高了旅游景区的可达性，降低了旅游

的时空成本，但可支配收入水平偏低仍是制约人们旅游消费的重要方面。 （４）从城市旅游交通基

础设施看，一些城市虽然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但如果高铁站点与景区之间没有良好的城市道

路和公交线路相连接，则高铁的旅游效应也将大打折扣。 （５）从旅游业的关联行业看，景区的配套

服务以及城市文化、住宿、餐饮等旅游相关行业发展水平的滞后可能会减少游客在城市旅游的停留

时间和前往旅游的频率，从而使高铁的旅游效应难以显现。
如何促进高铁成为拉动旅游业发展的“引擎”？ 结合本文研究结论，可对这一问题提出如下政

策建议：一是在体制机制上，要加强城市间旅游合作，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 高铁为区域内的

互联互通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对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地方政府应当树

立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大局观，积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要依托高铁沿线区域的旅游“同城化”建设，
避免旅游产品的同质化竞争，共同推进“全域旅游”发展。 二是在供给侧上，要加强旅游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创新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供给。 随着旅游消费需求趋于常态化，原有结构单一、质
量低端的旅游产品已经难以满足新时期人们多元化、特色化和高端化的旅游消费需求，因此，旅游

部门应当因地制宜创新旅游线路，围绕高铁旅游加大特色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强化高铁旅游的

精准营销。 三是在保障旅游需求上，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弹性作息。 可以

借鉴广西近年来推行“壮族三月三”小长假的做法，为本地职工群众创造外出休闲度假的有利条

件，促进旅游消费，提升高铁的旅游经济效应。 四是在旅游交通网络上，要完善旅游基础设施网络。
城市道路规划和公交体系需要兼顾重点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联通性以提高旅游景区的通达性，实
现从高铁站到景区最后“几公里”的无缝接驳。 五是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要加大信息通信技术与

旅游业的融合发展，加快实现旅游信息的互联互通以及资源共享的现代化旅游信息网络，通过完善

的旅游信息网络扩大高铁在经济社会中的乘数效应，为打造世界旅游强国提供强有力的技术基础

和完善的高铁旅游网络，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旅游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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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Ｆａｂｅｒ，Ｂ．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ｕｎｋ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Ｓｙｓｔｅｍ［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４，８１，（３）：１０４６ － １０７０．
［３６］张梦婷，俞峰，钟昌标，林发勤． 高铁网络、市场准入与企业生产率［Ｊ］ ．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８，（５）：１３７ － １５６．
［３７］寇宗来，刘学悦． 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 ２０１７［Ｒ］． 上海：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１７．

０９１

冯　 烽，崔琳昊　 高铁开通与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引擎”还是“过道”？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ＨＳＲ Ｓｉｔｅ Ｃｉｔｙ：
“Ｅｎｇｉｎｅ” ｏｒ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ＦＥＮＧ Ｆｅｎｇ１，ＣＵＩ Ｌｉｎ⁃ｈａｏ２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７３２，Ｃｈｉｎａ；
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４８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 ｓｏｕ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ｔｏ ｍｅｅｔ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ｌｉｆ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ＨＳＲ），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ＳＲ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ｈａ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ｇｒｅａ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ＨＳＲ ｈａｓ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ｉｔｓ ｓｉｔ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ＨＳＲ） ｃａｎ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ａｎ ｅｎｇｉｎｅ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ｏｒ ｍｅｒｅｌｙ ａｓ ａ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２８６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３ ｔｏ ２０１６，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ＳＲ ｏ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ｓｉｔ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ＤＩＤ） ｍｏｄｅｌ，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ＨＳＲ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ｏ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ＨＳＲ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ｂｕｔ ｎｏ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ＳＲ ｓｉｔ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ｃ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ｅｖｅｎ ｗｅａｋ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ＨＳＲ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ｌｙ ａｂｏｕｔ ５％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ｆ ｓｉｔ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ｒ ｍｏｓｔ ｓｉｔｅ ｃｉｔｉｅｓ，ＨＳＲ ｍｅｒｅｌｙ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ａ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ｎ “ｅｎｇｉｎｅ” ｔｈａｔ ｂｏｏｓｔ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ＳＲ ｉｓ ｏｎ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ｆｔｈ⁃ｔｉｅ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ＨＳＲ ｃ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ｔｉｅ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ｙ １４． ８２％ ｏ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ＨＳＲ ｈａｓ ａ ｍ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ｂｏｔｈ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ｈａｖ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ｗｈｉｃｈ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ａｎ ｉ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ＨＳＲ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 Ｆｉｒｓｔ，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ＳＲ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ｔｓ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ｄ ｔｏ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ｌｏｗ ｔｏ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ｅ ｈａｒｍ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ＨＳＲ ｗｉｌｌ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Ｓｏｍｅ ｍｅｄｉｕｍ⁃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ｉｖｉ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ｒｏｕｔｅｓ ｗｉｌｌ ｓｈｒｉｎｋ ｏｒ ｅｖｅｎ
ｃａｎｃｅｌ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Ｔｈｉｒｄｌｙ，ｓｃｅｎｉｃ ｓｐｏ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ｌａｃｋ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ｓ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ｉｔｅｓ ａｒｅ ｓｅｖｅｒ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ｈｉ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ｅｃｔｏｒ ｌａｃｋ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ｙｏｕｔ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ａｖｅ ｃｌｅａ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ｉｒｓｔ，ｗｅ ｍｕｓ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ｈａ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ｒ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ｅｃｏｎｄ，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ｎｅｗ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ｅｃｔｏ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ｎｅｅｄｓ ｆｏｒ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ｉｓ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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